
回憶簡帛整理

———唐山大地震前後

李均明

　　１９７４年初，國家文物局組織了“簡帛整理小組”，從北京及全國各地抽調專家，對

當時剛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及馬王堆漢墓帛書進行整理。 當年秋天，我和駢宇騫

學友一起以實習生的名義跟隨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先生來到紅樓。 在裘錫圭先生的

直接指導下，我們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中亦經常得到曾憲通先生的具

體指教，收穫頗豐，後來我曾以當時所學爲基礎，發表了《孫臏兵法譯注》一書。

１９７５年秋大學畢業後，在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先生及文物出版社社長

高履芳女士的幫助下，把我留在了“整理小組”，使我有幸終生與簡牘結緣，故至今仍

深深懷念兩位已故前輩，謹此向他們深深鞠躬！

這次分配後，我的編制在文物出版社，角色變了，領導明確交代我是作爲文物出

版社的工作人員爲“整理小組”服務的，所以承攬了許許多多的雜事，最主要的是協助

專家工作，如編輯拼貼圖版、抄寫稿件、校對、跑工廠，甚至保管過銀雀山漢簡的部分

殘片。 此外，到車站接送專家，大清早排隊爲大家買火車票、報臨時户口，乃至加班時

爲大家買夜宵，都是我分内的事，慶幸自己能有這樣的機會廣泛與大家接觸，常年接

受各種不盡相同的治學方法的熏陶，令我吸收了必須的學術營養。 尤其唐山大地震

前後大家的作爲，充分地展現了人性之善美、學者之風範，對我的心靈産生過極大的

震撼。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３時許，唐山發生大地震，北京有强烈震感。 當時我及許多外

地來京的整理組成員都住在紅樓地下室，地震時床架吱吱作響，臉盆都被摔出架外，

驚醒後，大家相互招呼著，匆忙跑出紅樓外，站在五四大街開闊處，習慣性回望時，祗

見紅樓樓體中部偏東的磚牆從四樓至二樓處已縱向開裂出一道裂縫，紅樓頓成危樓，

天蒙蒙亮時即被封鎖，禁止入内。 亦在此時，約五時許，李學勤先生卻從遠處的家中



趕過來，和金沖及先生一起，經多番交涉，衝上紅樓四層，對放置在那裏的定縣漢簡實

物進行搶救保護處理，而那時正餘震不斷。 定縣漢簡是所有出土簡牘中最脆弱的，因

爲出土這批簡的墓葬曾被火燒，所以所謂的定縣漢簡衹是一根根的木炭，完全無彈

性，一碰就斷。 當初爲了工作方便，這批簡按數十枚爲單元放置在一紙盒裏，然後將

衆多紙盒交疊碼放。 地震時，這種碼放方式容易造成倒塌，從而導致簡牘折斷。 危難

時刻，别人還没來得及想到的，李學勤先生卻想到了，出於對事業的熱愛及高度的責

任感，他奮不顧身，進入危樓逐盒將之平放在地板上，避免了倒塌折斷发生的可能。

後不久，又裝箱轉移至安全處。 此前不久，我亦曾和李先生及文物出版社攝影師王露

女士一起赴湖北雲夢縣考察並拍攝剛出土的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 我們考察了墓地

環境及所有的簡牘，這批簡的内容包含了此前從未曾見過的大批秦律，有極高的學術

價值，作爲專業工作者或許能比較容易理解它的内涵，但無專業知識者則不然。 而當

時地方文化館的同志要求李先生爲之做專題講座，受聽者卻參差不齊，既有幹部，又

有工人，甚或還有當地的普通百姓，我們無不爲之擔心。 開講後，李先生卻能用最通

俗的語言、最恰當的比喻，講解秦律的意義；通過一封書信展現秦國普通士卒的感情

世界，引人入勝，越講聚集的人越多，最後每一窗户外都擠滿了人，大家都非常開心。

恐怕衹有將廣博的知識、敏捷的思維與周全的安排三者緊密結合起來，纔能達到如此

完美的境界，否則必將顧此失彼，陷入尷尬局面。

地震過後，“整理小組”的工作没有停頓，我們曾住過故宫的武英門走廊，在明清

檔案館、故宫西北角的城隍廟辦公。 記得在條件最艱苦的時刻，山東師範大學的安作

璋教授仍然和大家一起堅持進行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整理。 先生天性樂觀，豪爽大方，

從不見愁。 他腿腳有殘疾，平時皆須手拄拐杖行走，地震後住在故宫西邊，吃飯卻在

東邊，路程較遠，往返時常常能堅持自己走一段，累了纔由我用自行車馱著，日子長

了，交誼漸深，學業上曾給我許多幫助（先生尤其擅長秦漢史，很早時已將簡牘資料與

秦漢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後來有一次我去濟南拜訪先生，盡情叙談之後，先生還

讓師母親手做了許多好吃的上海菜款待，令我久久不能忘卻。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間，地震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除，“整理小組”還在故宫城隍廟辦公，十

餘人一間辦公室，條件依然艱苦，業務卻迅速擴大，新增加了居延新簡、阜陽漢簡、吐

魯番文書、新中國出土墓誌等項目，爲此經文物局申報，中央批准，時任副總理李先念

親筆簽字，在“整理小組”的基礎上，籌備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文化部古文獻研

究室，與改革開放同步翻開新的一頁，而此前 “簡帛整理小組”是由文物出版社代

管的。

新單位成立伊始，許多東西需要置辦，尤其要購置必要的圖書，張政烺先生爲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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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很大貢獻。 先生經常帶我們逛琉璃廠古籍書店，由於先生對琉璃廠的底細很瞭

解，與各書店的經理及工作人員很熟，對書更熟，還常常給我們講解版本目録方面的

知識，所以每次總能選購到一批有用的圖書，買後捆綁暫存原處，次日由我和甘肅省

博物館的何雙全先生一起，每人騎一輛自行車把書拉回來，日積月累，逐漸形成規模。

雙全比我年輕，除參加居延漢簡的整理外，許多雜事也幫著做，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記得後來古文獻研究室使用的大書桌，桌面寬廣平整，特别適用於簡帛整理工作，就

是我們倆設計的，特意到京郊木器廠定做，搬回紅樓時，還是我們倆加楊樹森先生，每

人一張背上四層辦公室，每張可是近百斤的分量，畢竟當時還年輕不覺得太累。

８０年代初，大地震對簡帛整理的干擾基本消除，工作進入常規化，經批准我亦有

機會再到北大進修提高。 同時，古文獻研究室調入了改革開放後畢業的第一批研究

生，增加了新鮮血液，亦有更多的知名專家加入出土文獻整理的工作行列，經常舉辦

各種研討會，簡帛研究便逐漸步入顛峰。

（李均明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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